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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平正义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之所以比过去更“好”,就
在于它大幅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 斯密并不主张“自由放任”,从不认为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就能为

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 亚当·斯密时代,认为穷人本质上品行不端、好逸恶劳,应使其“保持贫穷”是普遍

共识,而斯密不仅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念:穷人因“贫穷”本身就有

权得到政府救助,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 亚当·斯密还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

平原则;他总体上主张比例税,有时还赞成累进税。 财政支出方面,亚当·斯密支持主要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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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 公 平, 通 常 涉 及 三 个 术 语: 正 义

(justice)、公平( fairness)、平等( equality),三者的

内涵既有重叠也有区别。 大体上,正义的涵义最

广,公平次之,平等又次之;但三者又并非简单的

顺次包含关系,例如,不能说正义完全包含了公

平,或反过来说,公平的一定是正义的。 著名哲学

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

论》(Justice
 

as
 

Fairness),书名就表明,在各种正义

理论中,正义并不都是以公平为前提,否则“作为

公平的正义”就成了同义反复。[1] 同样,正义与平

等、公平与平等,也不能说前者完全包含了后者。
平等和不平等(inequality)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常

用的概念,如果说正义和公平包含了价值判断,那
么平等和不平等则主要是对客观现实的刻画。 平

等当然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但平等或不平等是能

够客观描述的。 如收入不平等可用基尼系数来衡

量,而基尼系数就是客观的。 至于基尼系数多少

才算“公平”,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公平无法脱离

价值判断而“客观存在”。 考虑到汉语的语言习

惯,本文使用“公平观”这一表述,但其含义并不止

于狭义的“公平”,而是指包含一定程度“结果平

等”的经济资源的分配理念,与道德哲学中的“分

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概念最为接近。
作为公认的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

其《国富论》中揭示了基于个人自利动机的市场机

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最终促进社会总财富

的增加。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却促成了社会

的利益,而且通常比有意要这样去做的时候还要

更加有效。” [2]560 那么,市场经济是否促进了更加

公平的分配呢? 或者说,自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分

配结果,是否必然是“正当的” ( justified)? 对此,
斯密并未给出直接的分析和回答。 但是,从斯密

的全部著作来看,包括《国富论》 《道德情操论》
《法理学讲义》及其他著述,斯密显然并不认为自

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分配结果必然是公正的(just)。

一、解释“商业社会的悖论”

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

道德哲学家。 国民财富的增加,是否必然是一件

“好事”? 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富裕当然

是好事。 但是,“贫富” 是事实判断,“好坏” 是价

值判断,我们不能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导出价值判

断。 亚当·斯密并不认为“富” 自动等于“好”。
事实上,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面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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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问题是:与之前贫穷但更为平等的传统社

会相比,当时出现的更富裕、但贫富差距也更大的

商业社会,为什么更“好”。 一方面,私有财产权的

确立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繁荣,创造出

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商业社会或“文明社会”的

特征是“哪里有巨大的财产,哪里就存在极大的不

平等。 有一个富人就一定有至少 500 个穷人,少
数人的富裕意味着多数人的穷困。” [3]804 并且“财

富的分配也非基于工作的轻重。 商人的工作很

轻,但他的财富比他所雇用全部职员的财富还

多。 ……故此,谁负担社会最艰难的劳作,谁的受

益反而最少。” [4]465 商业社会比过去更富裕,但贫

富差距也更大,这就是“商业社会的悖论” [5]3。 换

言之,现代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如何与满

足最贫穷的劳动者的需要相兼容?[5]4 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就构成了对“商业社会的悖论”的解释,也
是对“商业社会为什么比过去更好”这一命题的证

成(justified)。
亚当·斯密认为,由于劳动分工使得所有行

业的产品都成倍地增长,由此社会实现了普遍富

裕,连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都能受惠。[2]80 与之前的

社会相比,“一个过着极为俭朴生活的普通日工,
他比身为一千个赤身野蛮人的首领的印第安王子

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品和奢侈品。” [4]329-330 从这

里可以看出斯密的立场:商业社会之所以比过去

更“好”,不在于它造就了多少富人,也不在于它让

富人比过去更富,而在于它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

水平大大提高。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商业社会的

悖论”得到了解释。 商业社会或市场经济最大的

“好处”,就在于使富人致富的同时大幅改善了普

通人的生活水准,这恰是后来为经济学家津津乐

道的“涓滴效应” ( trickle - down
 

effect)。 如米尔

顿·弗里德曼所说:“工业的改进、机器的进步,以
及当代一切‘伟大’的奇迹,对富人来说意义并不

是很大。 对古希腊的富翁来说,现代化的自来水

管道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的仆役小厮们自会

跑去为他打水。 ……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给普

通百姓带来了好处。 而这些成就给普通百姓带来

的便利和舒适,在过去只是有钱有势者才能享受

的特权。” [6]

事实上,亚当·斯密对富人的评价并不高。
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多处可见斯密对

富人的负面评价。 如“懒惰和虚荣的富人” [3]817;
谋求财富和赢得地位,表现出“狂妄自大的野心和

毫不掩饰的贪婪” [7]53;富人“生性自私而贪婪”
“为了满足他们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 [7]182,
等等。

不过,亚当·斯密并不是在“仇富”,相反,他
还论证了富人的“作用”。 斯密论证说,富人吃的

并不比别人多,他的胃口也不比普通人更大;富人

可能会把大量收入花在穿衣上,他的衣服确实很

多,但这些衣服并不是一次就消耗掉了。 富人的

每件衣服,穿的时间都很短,磨损很少,就算不穿

了,也可以供他人继续穿。 但庄稼汉的衣服长年

风吹日晒,一旦不穿了,除了丢到垃圾堆作肥料,
别无他用。 所以,富人对衣服的消耗还不如庄稼

汉,他的消费并不比别人更多。 唯一的区别在于,
富人比普通人吃穿得更精细,他的吃穿用度是经

过精挑细选和加工制造的。 一旦有了 “ 加工制

造”,就看出富人的“作用”了:假设一位普通人一

年消费 10 英镑 ( 可理解为原材料),一年花掉

10
 

000 英镑(原材料)的一位富人,其消耗的部分

也不过 10 英镑(原材料);只是这 10 英镑的“原材

料”经过加工制造,价值增加到 1
 

000 倍,变成了

价值 10
 

000 英镑的“制成品”。 富人虽然消费了

价值 10
 

000 英镑的“制成品”,但其所用“原材料”
仍是原来的 10 英镑,剩余的“原材料”要分给帮他

加工制造的人。 这些人分得剩余部分之后,一年

可能也会花掉五六百英镑(原材料),但他们消耗

的同样不过 10 英镑(原材料),剩余部分同样分给

帮他们加工制造的人。 依此类推,每年花掉 10 英

镑或更少(原材料)的人,最终也会分到他的那一

份。 每人每年消费 10 英镑,10
 

000 英镑可以养活

1
 

000 人;现在通过这样的运作机制,拥有 10
 

000
英镑的富人,仍然可以养活 1

 

000 人。[8] 当然这个

例子是非常简化的,但不失为“涓滴效应”的生动

案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当·斯密写道:“富

人经营改善所带来的一切成果,最终都将分给穷

人共享。 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各种生活

必需品作出合理分配,其实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
几乎接近把所有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居民耕种的分

配结果。 就这样,人们各司其职,在不经意间和不

知不觉中,就增进了社会福祉,并为人类的繁衍生

息提供各种必需。” [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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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自利,居然能够确保穷人获得最基本

的生存收入,不得不说这一结论令人感到惊讶。
当然,这种分配方式的结果近乎“平均分配”,也仅

限于生活必需品,超出生存水平之上的分配并不

“平均”。 而且,就斯密提到的这个例子来说,如果

考虑到“加工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分工,最后的总

产出会更大,能够“养活”的人也更多。 有学者提

出,亚当·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 中给出的 “ 近

乎……平均分配”这一结论,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

论证,因此这一版本的“看不见的手”对之后有关

收入分配的思考几乎没有产生影响。[9] 这种说法

不够准确。 斯密确实没有在《道德情操论》中给出

论证,但在讲稿即《法理学讲义》 中给出了例证。
而且,这一结论体现的“涓滴效应”,对后来分配问

题的讨论影响很大。
“看不见的手”或许是亚当·斯密最广为人知

的隐喻,但这一提法在斯密的全部著述中只出现

过三次:《道德情操论》中出现一次(即上述引文

中),《国富论》中一次,《天文学史》中一次。 经济

学家对“看不见的手”津津乐道,认为它很好地比

拟了价格机制或自由市场机制,甚至认为它代表

的就是“自由放任”。 例如,被誉为“最后一位经

济学通才”的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

名著《经济学》第一版中提到亚当·斯密及其“看

不见的手”时就说,“每个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仿
佛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就能给所有人带来最

大的好处,因此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几乎

必然是有害的。” [10] 萨缪尔森本人当然并不主张

自由放任,但他却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解为

“自由放任”,这是一种误读。 其他经济学家,如乔

治·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克鲁格

曼等,也都对“看不见的手”持有类似理解,在此不

一一列举。 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众多学

者经过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全面考察,已经否定

了这种解读。[11] 斯密从未主张“自由放任”,也从

未说过“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且能为全社会带

来“最大的好处”。
把亚当·斯密对人的“自利之心”的刻画理解

为“经济人”或“理性人”,进而认为“理性人”就像

一台冰冷的、只会计算得失的机器,这种“去道德

化”( de -moralization) 的解读不仅极其狭隘和片

面,更是对斯密的误读。 首先,除了自利 ( self -

love)之外,斯密还详细考察了人的其他品质,包括

同情( sympathy,或译作共情)、仁慈、善良、美德

等,并认为这些同样是人的行为的动机。 其次,在
斯密的体系中,某些情况下同情本身就可以内化

于“自利”,或者说成为自利的一部分:当我们同情

他人时,自己也会感到开心[7]9-10;人们出于“博

爱”,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

个人利益,而“博爱” 其实也是一种“同情”。[7]242

斯密提出的“同情”,不同于他的老师弗兰西斯·
哈奇森所谓的“道德感” ( moral

 

sense),后者认为

“道德”与自利是矛盾的,“道德感”在于对个人利

益的否定。[12] 最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之

所以肯定人的“自利”,原因在于它无意中“促成

了社会的利益”,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它才成为一

种道德原则。 与“利他主义”相比,“自利”虽然并

不高尚,但却更有效,也更可靠。 当然,只有“自

利”是不够的,它本身不足以为全社会带来“最大

的好处”,斯密对此非常清楚。

二、为穷人“正名”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多处可见他对穷人

的同情。 前已述及,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之所以“更

好”,关键就在于“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比过去更

高”,这是个体层面。 从群体层面来看,穷人作为

一个整体,其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斯密看来同样是

好事。 他写道:“下等阶层的民众的生活状况的改

善,究竟是对社会有利,还是对社会不利呢? 答案

显而易见。 在任何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社会中,佣
人、劳动者和工人都会在总人口中占最大比重。
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当然不应当

被视为对整个社会不利。 如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

都陷入了贫穷困苦的悲惨状态,那么这个社会绝

对不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 而且,那些为整个

社会提供衣食住行的劳动者,理所当然要从自己

的劳动产品中获得一部分,使自己的衣食住行条

件也过得去,只有这样,才算得上公正。” [2]162 可

见,亚当·斯密关于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这一辩

护,基于两点原因:其一,因为穷人占社会的大多

数,多数人生活水平的高低,当然决定着全社会的

根本状况。 其二,出于“公正” (斯密原文为 equi-
ty),穷人既然为全社会提供衣食住行,当然有权

在国民收入中分得一份“公平”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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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穷人,主张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现在看

来很平常,似乎天经地义。 但在亚当·斯密的时

代,他对待穷人的这一态度是革命性的。 因为直

到斯密所处的 18 世纪下半期,人们对穷人的主流

看法是:穷人必须处于贫穷状态,否则他们就不去

工作;唯受生计所迫,他们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酗

酒和游荡上。[13] 例如,比斯密早大约半个世纪的

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其名著《蜜蜂的

寓言》中就提出,应当“使穷人仅免于饿死,这样他

们就没有任何值得储存的东西”;因为“除非为了

自身需要之物,别无他法激起穷人为他人服务之

心;……使劳动者保持勤勉的,只能是数量适度的

金钱;若金钱太少,他就会自暴自弃或铤而走险,
若金钱太多,他又会变得放肆而懒惰。” [14]149-150 明

确主张穷人的收入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不可超

过这一水平。 曼德维尔笔下的穷人有两种形象:
一种是安分守己、乐天知命,愿意让子女继续生活

在恶劣的条件下;另一种是不满于劳作、怨天尤

人,却又假装关心子女幸福,推荐他们去上慈善学

校。 他认为前者“对社会最有用”,后者不仅“对

他人最无用”,且绝大多数都“游手好闲,生活放

纵,不想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曼德维尔反

对强行让穷人子女接受教育;“并且这样一来,部
分穷人子女实现‘阶层跃升’,那些又脏又累的工

作就人手不够了。” [14]520-521 如果说曼德维尔毕竟

年长亚当·斯密五十多岁,恐其观点不具代表性,
那么与斯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阿瑟·扬( Arthur

 

Young)同样也主张必须保持穷人的低工资状态。
他说“只要不是傻子,谁都知道必须让下层民众保

持贫穷,否则他们就不再勤奋。” ①

曼德维尔的思想比较极端,他不仅认为穷人

生性懒惰好逸恶劳,而且认为通过慈善帮助穷人

也是不对的,主张“慈善有害论”。 而当时流行的

另一种观念认为,穷人和富人都应该各安其位,穷
人就应当凭借辛勤的汗水来养活自己,他们的子

女也不应被培养到更高的阶层;可以给予穷人以

人道主义的救助,但这是为了展现富人的“仁慈”,
并非穷人“理所应当”得到帮助。[15] 但不论哪种观

念,认为穷人本质上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好逸恶

劳,应当使其“保持贫穷”则是共识,这就是亚当·
斯密时代对穷人的普遍看法。 而斯密对待穷人的

态度,不仅在当时来说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他

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念:穷人凭借

“贫穷”本身就有权得到政府救助,不论造成贫穷

的原因是主观懒惰还是客观不幸,也不论穷人在

道德上是否品行端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斯密

改变了后世对贫穷和穷人的看法,所以说这是“革

命性的”,是他在“国家福利计划史”上的重要贡

献。[16]曼德维尔也因主张“个人私欲的恶之花,也
会结出公共利益的善之果” 而闻名,并被视为亚

当·斯密的先驱,甚至是现代经济学伦理基础的

奠基者,但二者的思想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曼

德维尔认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就是私利,人生

在世,所求无非名利二字,所以一切美德在他看来

都不存在,都是欺世盗名。 斯密当然不否定“个人

私欲会导致公共利益”,但反对把人的一切动机都

归为“自利”,在他看来,美德特别是基于“同情”
的美德当然是存在的。 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
亚当 · 斯 密 对 曼 德 维 尔 的 理 论 进 行 了

批判。[7]326-332

亚当·斯密不仅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并
且从多方面为穷人的权益进行辩护。 例如,斯密

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后天的,而不是先

天的,他写道:“不同的人其天赋和才能各不相同,
但是真正的差异其实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
成年人在从事不同的职业时,会表现出非常不同

的才能,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场合下,与其说是劳

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以一

个哲学家与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为例,这两种

职业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这种差异并

不能归 因 于 天 赋, 而 是 习 惯、 风 俗 和 教 育 所

致。” [2]87-88 这就否定了穷人“天性好逸恶劳”之类

的说法,穷人不是因其天生的特质或能力而只配

从事劳苦的工作,而是因从事劳苦工作才表现出

某种特质和能力,这是亚当·斯密为穷人“正名”。
并且,这一看法蕴含着“人人平等”的公平观,与传

统上“贫富各安其位”的等级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又如,亚当·斯密明确主张劳动者的高工资。

他提出,充足的劳动工资,鼓励人们更加勤奋,因
此高工资地区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区的劳

动者更勤劳、更敏捷。 斯密也不认同工资涨到生

存工资之上就会使劳动者更懒惰的说法,认为“那

就显然有些离谱了” [2]167。 这与当时流行的“穷人

必须保持贫穷”的观念针锋相对。 在现代劳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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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中,随着实际工资的不断上升,劳动供给会呈

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进而形成“向后弯曲的

劳动供给曲线”,其实质是“收入—闲暇” 的相互

替代。 但问题是,工资上涨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即

“劳动供给曲线向后弯曲”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

能,且限于个体层面。 而在整体层面,直到现在也

没有理由认为工资已经高到足以使劳动供给减少

的程度,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就更加不会。 所

以“工资超出生存水平会导致劳动者更懒惰”的说

法总体上并不成立。 斯密主张高工资,不仅是一

种规范分析而且也有“实证”作支撑。 劳动分工使

得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大增加,因此“丰厚的劳动报

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后果”;而且斯密还指

出,贫穷的劳动者生活最舒适的时候,不是社会财

富达到最顶峰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
变得日益富裕的时候。[2]165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

劳动工资不断提高的前提,这体现了亚当·斯密

对经济的“乐观主义” 看法,与后来马尔萨斯的

“悲观主义”恰成对照。
除了上面提到的,亚当·斯密还批判垄断、学

徒制,因为这些做法损害了穷人的利益,而使少数

人致富;他也批判定居法案,认为它妨碍了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并造成了收入不平等。 限于篇幅,在
此不再一一展开。

三、通过财政税收改善收入分配

通过财政税收工具进行再分配,以改善市场

机制的“初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现代国家的

通行做法。 那么,亚当·斯密是否主张再分配呢?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政府通

过财税手段进行再分配的力度是很小的。 从 18
世纪末到整个 19 世纪,英国政府支出占 GNP 的

比重,除了拿破仑战争时期(1803—1815 年)为战

争融资导致占比超过 20%,其他时候比重都在

10%左右。 亚当·斯密去世的 1790 年,英国政府

支出占 GNP 的比重只有 12%;一百年之后的 1890
年,这一比重更是只有 8%。[17]与“二战”后财政支

出占比接连超过 30%、40%相比,当时欧洲各国包

括英国的政府,都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 亚

当·斯密总体上赞成“小政府”,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明确划定了政府职能的三个

范围:国防、司法、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以

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三个领域均属“公共物品”范

畴,并无太多“再分配”的内容。
然而,亚当·斯密关于财政税收方面的某些

思想和观点,事实上已经包括再分配的涵义,并对

后来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最重要

的是他对“税收准则”的讨论。 亚当·斯密提出的

“税收四准则” ( maxims),即公平( equality)、确定

(certainty)、便利( convenience)、经济( economy),
其中税收公平原则排在第一位。 税收公平是指,
“每一个国家的臣民都应当根据各自能力的大小,
即根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的比

重,来尽可能地为维持政府作出贡献。” [3]902 “根据

能力大小” 纳税,意味着“量能原则”,即比例税;
而“根据国家保护下获得的收入” 纳税,又含有

“受益原则”之义。 因为这条税收公平原则的模糊

性,所以被视为 “ 合并” 了两种不同的税收思

路。[18]类似这样“中庸”色彩的说法,其实也是亚

当·斯密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 两种税收公

平原则对应的税制是不同的,量能原则意味着比

例税甚至累进税,而受益原则可能意味着累退税。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根据国家保护下获得的收

入”,如果将“收入”(revenue)理解为“从政府提供

的公共服务中得到的收益”,那么就是受益原则。
据此,富人缴纳的税赋可能等于甚至少于穷人:富
人从某些公共服务中得到的受益确实不多于甚至

少于穷人,基于受益原则的税收就是累退的。 如

果将“revenue”理解为在政府保护产权、维持治安

和司法等制度下获得的“收入” ( income),那么就

是量能原则,对应的税收是比例税或累进税。 二

者再分配的效果是相反的:比例税或累进税可以

压缩收入差距,而累退税反而拉大收入差距。 亚

当·斯密究竟想表达哪种含义? 结合斯密的全部

著述来看,他总体上主张比例税,有时还赞成累

进税。
除提出“税收公平原则”外,亚当·斯密还对

各种具体税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分析包括两方

面,既有关于税负归宿(tax
 

incidence)的“实证”分

析,也有关于税负公平的“规范”分析,斯密关于财

政税收领域的公平观,也体现在这些规范分析中。
凡涉及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税负分担,他总是站

在穷人一方,主张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少征税,
例如亚当·斯密对房租税的分析。 房租( r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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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s)可分为两部分:建筑物租金(building
 

rent)
和地皮租金(ground

 

rent)。 前者受建筑业利润率

和一般利率的制约,而后者主要受区位因素的影

响。 从住户的角度看,房租支出的比重与其财产

的多寡成比例,所以富人在房租上的花费远高于

穷人。 因此对房租课税,就会使“富人负担的房租

税一般最重”,斯密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

方”。 并且他还进一步发挥,“富人不仅应当按照

他们收入的比例对公共开支作出贡献,而且还应

高于那个比例,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3]917 这实

际上就是主张累进税。 斯密进一步提出,地皮租

金是比房屋租金更适当的课税对象,因为前者完

全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而他们就像垄断者一样

行事,总是从地皮使用者手中榨取最大的租金。
地皮租金和一般土地地租(rent

 

of
 

land)的相似之

处在于,二者都是其所有者无须劳神费力就可以

获得的收入。 但二者的区别是,土地租金尚且包

含所有者对土地的改进和管理,而地皮租金则几

乎完全取决于区位———归功于国家的良好治理。
因此,地皮租金比土地租金更适合作为征收特别

税收的对象,“让它比大部分其他资金对政府作出

更多的贡献,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3]919 亚

当·斯密的这一思想,是后来亨利·乔治提出的

“涨价归公”理论的先声。 按照这一逻辑,由于地

铁开通、配套设施完善导致的房产升值,其升值部

分应缴纳一笔“特别税”,因为房产升值是由于

“国家的良好治理”,而房主本人对房产升值没有

任何贡献(房屋装修部分除外)。 涨价部分是否应

百分百“归公” (税率 100%的资本利得税),可以

讨论,但百分百“归己”肯定是不合理的,亚当·斯

密不会同意这样的制度安排。
再如亚当·斯密对通行税的讨论。 斯密首先

指出,当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时,按重量征收通行

税,即通行税与重量成比例,是公平的;因为这样

的话,车辆缴纳的税赋和它对道路的损耗成正比。
这是主张比例税。 但斯密又意识到,较重的货物

通常是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按重量征收通

行税的基础上,对那些豪华马车之类富人的车辆

征更高的税,就可以“使懒惰和虚荣的富人很容易

对贫民的救济作出贡献” [3]817。 这实际上是主张

通过累进税和“交叉补贴”进行再分配。
除了财政收入方面,财政支出方面最能体现

亚当·斯密公平观的是他对公共教育的支持。 他

写道:“在文明的商业社会中,对普通百姓的教育

恐怕比对某些富裕阶层的人的教育更值得国家关

注……只要花很少的钱,国家就能帮助、鼓励甚至

是迫使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 由国

家……设立学校,儿童只要付很少的酬金就能受

到教育,即使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 [3]867-868

亚当·斯密的这一主张非常有远见,遗憾的是,英
国政府似乎并未重视斯密的建议。 整个 19 世纪,
英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不仅滞后于其自

身的经济发展, 也滞后于许多欧美其他国家。
1890 年,英国 5 ~ 14 岁儿童的入学率只有 64. 6%,
而同 年 这 一 指 标, 加 拿 大 为 83. 1%, 美 国 为

97. 1%,法国为 83. 2%,德国为 75. 5%[19] ,此时距

亚当·斯密逝世已经过了一百年。

四、结语

亚当·斯密的晚年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已

经拉开帷幕,西欧特别是英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瓦

解、商业社会形成的历史转折点。 斯密敏锐地抓

住了商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它的运

行规律和发展前景,对其优点和缺点给予了同等

的关注。 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带来生产率提升、
创造物质财富的极大优势,同时也看到劳动分工

使劳动者变得“愚蠢和无知”的固有缺陷。 斯密热

情地赞扬“自利”无意间导致社会利益的增加,同
时也反对“谁负担社会最艰难的劳作,谁的受益反

而最少”的巨大不公。 斯密承认“懒惰和虚荣”的

富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能让穷人也获得

基本的生存收入,同时毫不掩饰地对财富高度集

中进行严厉批判。 斯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

GDP 或人均 GDP 最大化的社会,而是普通阶层民

众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社会。 只有经济发展的成

果为大多数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分享,这样的发

展才是有意义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自利之心”才

是道德的。 遗憾的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亚

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片面解读,认为他只重

视“效率” 而不顾“公平”,只重视“自由” 而忽视

“正义”,甚至将其政策主张称为“自由放任”,这
不仅是对亚当·斯密的不公,也是对经济学本身

的窄化和伤害。 在贫富差距居高不下的当今世

界,重温亚当·斯密对公平问题的思考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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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也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诞辰 300 周年

最好的纪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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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irness

 

and
 

justice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Adam
 

Smith's
 

theoretical
 

system.
 

In
 

Smith's
 

view,
 

the
 

reason
 

why
 

commercial
 

society
 

is
 

" better"
 

than
 

the
 

past
 

is
 

that
 

it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ordinary
 

people.
 

Smith
 

did
 

not
 

advocate
 

" laissez-faire"
 

and
 

never
 

believed
 

that
 

people
 

" only
 

pursuing
 

their
 

own
 

self-interest"
 

could
 

bring
 

" the
 

greatest
 

bene-
fits"

 

to
 

the
 

whole
 

society.
 

In
 

Adam
 

Smith's
 

era,
 

it
 

was
 

a
 

general
 

consensus
 

that
 

the
 

poor
 

should
 

be
 

" maintained
 

poor"
 

due
 

to
 

their
 

perceived
 

inherent
 

bad
 

conduct
 

and
 

indolence.
 

Smith
 

not
 

only
 

had
 

deep
 

sympathy
 

for
 

the
 

poor
 

but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its
 

modern
 

sense:
 

the
 

poor
 

have
 

the
 

right
 

to
 

be
 

relieved
 

by
 

the
 

government
 

solely
 

because
 

of
 

their
 

" pover-
ty.

 

" This
 

idea
 

was
 

revolutionary.
 

Adam
 

Smith
 

also
 

advocated
 

for
 

reducing
 

inequality
 

through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and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tax
 

justice;
 

he
 

generally
 

advocated
 

proportional
 

taxes
 

and
 

sometimes
 

favored
 

progressive
 

taxes.
 

In
 

terms
 

of
 

fiscal
 

expenditure,
 

Adam
 

Smith
 

supported
 

public
 

education,
 

which
 

primarily
 

benefits
 

ordinar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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